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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对拍卖理论的贡献
*

———202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获奖成就评介

许敏波

摘要: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伯特·威尔逊由于在拍卖理论上的基础性贡献而获得2020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本文将主要从两个方面介绍他们的获奖成就:其一,围绕拍卖的信息结构,从共同

价值和关联价值的视角出发,介绍他们对于拍卖理论的改进;其二,围绕无线电频谱牌照拍卖的实

际应用,从多物品拍卖面临的现实挑战出发,介绍他们设计的几种拍卖形式及其应用价值。拍卖理

论的研究与现实需求紧密结合,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从根本上拓展了拍卖理论的分析框架,为

拍卖理论的发展和拍卖机制的设计与应用做出了关键性和开创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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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Wilson)由
于“对拍卖理论的改进和发明新的拍卖形式”而分享了202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

奖评审委员会在颁奖词中指出,他们研究了拍卖理论的运行规律,并将研究发现用于设计新的拍

卖形式,最终使得世界各地的卖方、买方和纳税人都能从中受益。经济学家通常将拍卖作为市场

化资源配置机制的代表,而拍卖理论的研究和拍卖机制的设计与应用是学术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典

范。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拍卖理论研究上的贡献很好地体现了经济学基础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指

导意义。
罗伯特·威尔逊1937年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在哈佛大学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1963年博

士毕业之后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短暂工作,1964年加入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并工作至今,现为斯坦福大

学管理学杰出荣誉退休教授。威尔逊先后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

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会士,荣获挪威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荣誉博士学位,2014年

获得美国国会颁发的“金鹅奖”(GoldenGooseAward),2015年获得BBVA基金会“知识前沿奖”
(BBVAFoundationFrontiersofKnowledgeAwards),2018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约翰·卡蒂科

学进步奖(JohnCartyAwardfortheAdvancementofScience)。他是米尔格罗姆在斯坦福大学的博

士论文指导教师,同时也是另外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尔文·罗思(AlvinRoth)和本特·霍尔

姆斯特伦(BengtHolmström)的博士导师。
保罗·米尔格罗姆1948年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父母都是犹太人,1970年在密歇根大学

获得数学本科学位之后做了几年保险精算师的工作,1975年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并于1979年获得

博士学位。他先后任教于西北大学和耶鲁大学,1987年回到斯坦福大学,在经济系任教至今,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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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讲席教授。因其学术成就,他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士和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会士,曾经担任美国西部经济学国际联合会主席、美国经济学联合会

副主席,荣获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荣誉博士学位,2013年获得BBVA基金会“知识前沿奖”,2014年

和2018年分别与威尔逊一起获得“金鹅奖”和约翰·卡蒂科学进步奖。
威尔逊主要研究博弈论及其在商业和经济学上的应用,研究主题包括机制设计、定价理论以及

其他产业组织和信息经济学相关问题。除了在拍卖理论上取得的重要成就,他在动态博弈的序贯均

衡以及非线性定价等问题上的研究也是成就卓著。米尔格罗姆从博士论文开始研究拍卖理论,同时

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多个领域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包括拍卖理论、激励理论、产业经济学、经济史、组
织经济学和博弈论等,而他在拍卖理论上的贡献最为人所熟知。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

(CommitteeforthePrizeinEconomicSciencesinMemoryofAlfredNobel,2020)给出的获奖理由,
本文将主要围绕他们改进拍卖理论和创新拍卖形式的工作进行详细展开和补充说明。

二、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改进拍卖理论的研究

(一)拍卖理论的早期发展

拍卖是一项古老的交易形式,公元前50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记载了巴比伦人利用

拍卖进行交易的情形(Krishna,2002)。而现代拍卖理论可以追溯到威廉·维克里(Vickrey,1961)
的开创性研究。利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维克里首次建立了一个基础性的拍卖理论模型:考虑单个

不可分割的物品通过拍卖进行交易,N 个潜在的竞拍者(买家)参与竞价,记为i∈{1,2,…,N},每个

竞拍者对于该物品的价值估计为vi,代表其最高的支付意愿。竞拍者只知道自己的估值,不知道其

他人的估值,但是了解每个人的估值都是从已知的分布函数Fi(·)中随机取值的,假设竞拍者的估值

之间相互独立不相关,则称这种信息结构为独立私人价值(independentprivatevalue)。此时,按照

不完全信息博弈的策略定义,竞拍者的报价策略可以表示为其估值的函数,记为bi=βi(vi)。
维克里详细分析了四种标准拍卖形式,即英式拍卖(Englishauction)、荷兰式拍卖(Dutchauc-

tion)、第一价格密封拍卖(first-pricesealed-bidauction)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second-pricesealed-
bidauction)①。其中,前三种拍卖形式早已存在于现实世界中,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在这里首次被

提出,因此也被称为维克里拍卖(Vickreyauction)。当竞拍者是风险中性且每个竞拍者的估值分布

函数相同时,维克里发现四种拍卖形式之间存在某种“策略等价性”。具体而言,第二价格密封拍卖

存在唯一的占优策略,竞价者的最优选择是报告自己的真实估值。而英式拍卖中,每个竞拍者在报

价超过自己的估值时,会停止叫价,最终报价在第二高的价值处结束,拥有最高估值的竞拍者获胜。
这两种拍卖形式的报价策略是等价关系。荷兰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不存在占优策略,但是竞

拍者在这两种拍卖形式下的最优均衡报价策略的函数形式是一样的,而且报价都会低于其估值。由

于在四种拍卖形式下,最终获胜者都是估值最高的竞拍者,因此,四种形式都是有效的。可以证明,
对于卖方而言,四种拍卖形式的期望收益都是相同的,即为所有竞拍者的估值中第二高估值的期望

值,这个结论被称为“收益等价定理”(revenue-equivalencetheorem),该定理后来被认为是整个现代

拍卖理论最为核心的结论(Klemperer,1999)。
维克里还拓展讨论了独立私人价值下的两种情形。首先是多个完全相同物品的拍卖,其次是竞

拍者价值分布函数不同的非对称情形。他通过例子证明在非对称情形下,收益等价定理不再成立。

20年之后,在另外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中,罗杰·迈尔森(Myerson,1981)采用机制设计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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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式拍卖指竞拍者轮流公开叫价,报价从低到高,最后报价(即最高报价)者获胜,并支付其报价;荷兰式拍卖

也叫时钟拍卖(clockauction),指拍卖人从高价开始逐渐降低报价,第一个应价的竞拍者获胜,并支付该报价;第一密

封拍卖指竞拍者同时将报价信息密封上报给拍卖人,拍卖人从中选出最高报价者获胜,并由其支付该最高报价;第二

密封拍卖和第一密封拍卖的区别在于,最高报价者获胜但是支付第二高的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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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严谨地证明,在独立私人价值、竞拍者风险中性和对称性的条件下,如果价值估计最低的竞拍者

预期支付为零,此时最大化卖方期望收益的最优机制将包含四种标准拍卖形式,而且任何有效的拍

卖机制都能满足收益等价定理。
维克里由于在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基础性贡献而获得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迈尔森由于

在机制设计理论上的基础性贡献获得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上述两篇论文都是他们最具代表

性的工作,这也体现了拍卖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交易机制和理论分析工具,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的重要地位。
另外,早期的拍卖理论研究还明确了评价拍卖机制的两个基本标准:其一是配置结果的有效性,

即有效的拍卖机制应该让估值最高的竞拍者获得物品,实现配置结果的社会总价值最大化;其二是

收益最大化,即让卖方获得最大的期望收益。拍卖理论的后续发展基本围绕着收益等价定理、配置

有效性和收益最大化等问题进行分析。
(二)威尔逊对于共同价值的研究

基于独立私人价值的拍卖理论认为,竞拍者只需要根据各自的价值估计进行报价,其报价策略

不会受到其他人信息的影响。这样的理论预测在现实中遇到了挑战,典型的例子发生在油田等矿产

资源开采权的拍卖交易中。参与竞拍的公司根据各自对油田储量有限的勘探信息进行权益估值,然
后利用这些估值信息进行报价,结果赢得拍卖的公司发现事后的油田开采价值经常低于自己的估

值,从而导致公司蒙受损失,这种现象称为“赢家诅咒”(winnerscurse)。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是,油田的真实价值是确定的,而且对于所有公司都是一样的,利用有限信息测算的价值只是对油田

真实价值的估计,拥有不同信息的公司得出不同的估值,而估值最高的公司可能是最为乐观的,从而

高估了油田的真实价值。
理解“赢家诅咒”的关键是认识到竞拍者相互之间的估值信息是相关的,如果企业获知了对手的

估值信息,则应该由此修正自己的估值。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阐述这种关系:考虑两家企业

竞拍一块油田的情形,油田的真实价值对于所有企业都一样,称为“共同价值”(commonvalue),记为v。
两家企业拥有不同的估值信号,分别记为θ1 和θ2,假设θi=v+εi,i∈{1,2},其中εi 表示均值为零的误

差项。当企业报价时,如果它仅仅按照自己掌握的私人信息进行价值估计,则有E[v|θi]=θi。由于报

价策略是估值的增函数,报价高的企业赢得拍卖,如果企业1获胜,则意味着θ2<θ1。此时,企业1就

应该意识到它对油田的估计价值应该修正为E[v|θ1,θ2<θ1],对于共同价值的物品,自己的估值高

于对手可能预示着自己高估了其价值。考虑到这一点,新的约束条件的引入应该会降低估计价值,
即有E[v|θ1,θ2<θ1]<θ1。因此,企业仅仅基于自己私人信息的估值其实高估了油田的价值。

可见,“赢家诅咒”的出现是由于竞拍者未能正确计算其所赢得物品的价值,每个竞拍者在报价

时应该将自己可能获胜这个信息用来修正其价值估计,当价值估计被修正之后,新的均衡策略就可

以避免这种高估。威尔逊(Wilson,1969)首先构建了一个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的理论模型来分析共

同价值情形下的均衡报价策略,在两个竞拍者的情形下提出了“条件独立”的信息结构,即在共同价

值v给定的条件下,假设企业的私人估值信号的条件分布h1(θ1|v)和h2(θ2|v)相互独立。由贝叶斯

法则可以得到,此时,两个企业的估值信号之间相互影响,每个企业观察到自己的估值信号θi,由此

得到其他企业的估值信号的条件分布fji(θj|θi),j≠{1,2},j≠i,以此作为自己的信念体系和决策依

据。然后,威尔逊利用不完全信息博弈下的贝叶斯纳什均衡的概念来定义新的均衡,将企业的报价

策略记为pi(θi),按照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的竞价规则和企业期望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可以得出均衡

报价策略需要满足的优化条件。两个企业报价策略的优化条件共同刻画了均衡策略需要满足的条

件。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每个企业基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同时将对手的估值信号的条件分布引入决

策分析,由此得到的均衡报价策略修正了仅仅基于私人估值信号采用的策略,可以避免赢家诅咒。
最后,威尔逊利用正态分布的具体例子证明,在共同价值的信息结构下,竞拍者的最优策略是压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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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来应对价值高估。显然,与私人价值的分析相比,这需要更加复杂的策略思维能力。
威尔逊(Wilson,1967)还研究了信息不对称将如何影响共同价值拍卖的报价策略。假定有两

位竞拍者,其中一位准确地知晓物品的价值,而另一位只能对物品价值进行大概的估计,在第一价格

密封拍卖的均衡策略中,后者将采用随机化的报价策略。虽然拥有准确信息的竞拍者更有可能获胜

并得到较高利润,但是信息不足的竞拍者依然有可能赢得拍卖并由此获利。
在后续的扩展研究中,威尔逊(Wilson,1977)进一步完善了共同价值情形下第一价格密封拍卖

的均衡报价策略所具有的性质。主要结论是,随着竞拍人数的不断增加,均衡竞拍价将最终收敛到

物品的真实价值。这一研究结论为完全竞争情形下商品价格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威尔逊是最早对“赢家诅咒”进行严谨理论分析的学者,虽然他在上述文章中并没有采用这样的说

法。他关于共同价值拍卖的分析框架通常被称为“矿产权模型”(mineralrightsmodel),上述1969年发

表的开创性论文事实上在1966年已完成,随后其指导学生对整个分析框架进行了拓展(Ortega-Rei-
chert,1968)。最早关于“赢家诅咒”的实证研究来源于海上石油开采的经验证据(Capenetal,1971),此
外,米尔格罗姆(Milgrom,1981b)给出了共同价值情形下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的对称均衡策略。

威尔逊研究共同价值拍卖的最初目标是探究私人信息如何影响价格的形成,他在分析中采用的

条件独立性信息结构很快得到了广泛认可和使用,成为几十年来被普遍采用的分析框架。比如,阿
西和黑尔(Athey& Haile,2007)在系统介绍拍卖的非参数估计方法时,就将矿产权模型采用的信

息结构作为分析共同价值拍卖的标准设定。
(三)米尔格罗姆对于关联价值的研究

不管是私人价值还是共同价值,考虑的都是比较特殊的情形。在现实中,物品的价值可能同时

具有这两种价值属性,此时需要构建统一的分析框架。假设θi 表示竞拍者i的私人估值信号,i∈
{1,2,…,N},广义地讲,每个竞拍者的价值可能依赖于所有潜在竞拍者的私人估值信号,记为vi=
Vi(θ1,θ2,…,θN),私人价值的情形相当于每个人的价值完全由个人估值决定,不依赖于其他人的估

值,即vi=Vi(θ1,θ2,…,θN)=θi,而共同价值的情形相当于所有人的价值都相同,即vi=Vi(θ1,θ2,…,

θN)=v。由于每个竞拍者只能掌握自己的私人信息,并不能准确知道其他人的信息,所以在进行决策时

只能将其他人的信息当作随机变量,其分布特征将最终影响竞拍者的选择。
米尔格罗姆(Milgrom,1981a)首先引入随机变量的分布满足“单调似然比性质”(monotone

likelihoodratioproperty,MLRP),用来刻画信息对价值变量分布的影响。假设对于单个竞拍者而

言,关于价值的信号θ'比θ更受欢迎,也就是说获得信号θ'时竞拍者对于物品的价值有更高的估计,
即意味着价值的条件分布G(·|θ')一阶随机占优于G(·|θ)。按照贝叶斯法则,如果用h(θ|v)表示

给定物品价值v时竞拍者估值信号θ 的条件分布,信号θ'比θ 更受欢迎可以等价于当v'>v时有

h(θ'|v')h(θ|v)-h(θ'|v)h(θ|v')>0。进一步地,该条件可以定义为随机变量θ满足 MLRP:似然比

函数h(θ|v)
h(θ|v')

在v'>v时为θ的单调减函数,在v'<v时为θ的单调增函数。比如,对于某个服从正态

分布的变量,假设可以得到其均值的信号,当均值信号更大时,这个变量取得较大值的可能性就会更

大。直观地讲,当 MLRP条件成立时,关于物品价值的“好消息”意味着物品的估值会更高。在此基

础上,米尔格罗姆(Milgrom,1981b)进一步研究了 MLRP条件对于拍卖均衡策略的影响,如果好消

息可以提高物品的估值,也会进一步提高竞拍者的最优叫价,即关于估值信号的竞价策略满足单

调性。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米尔格罗姆和韦伯(Milgrom&Weber,1982)提出了一种超出前人研究的信

息结构:关联性(affiliation),用于刻画不同信息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关联性是一个统计学中的分析概

念,简单地讲,当一个竞拍者价值估计更高时,也会使得其他所有竞拍者的价值估计更高;反之,当一

个竞拍者价值估计较低时,其他竞拍者的价值估计也可能会较低。以两个竞拍者为例,θ1 和θ2 分别

表示竞拍者的私人价值信号,假设每个信号存在两种可能的取值,满足θH
1>θL

1 和θH
2>θL

2。用f(θ1,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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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价值信号的联合密度函数,关联性可以表示为f(θH
1,θH

2)f(θL
1,θL

2)≥f(θH
1,θL

2)f(θL
1,θH

2),也就是说,
两个竞拍者的信号同时为较高取值或者同时为较低取值的可能性要大于其中一方为较高取值而另一

方为较低取值的可能性。更加一般地,如果z和z'分别表示两个N 维的随机向量,即z,z'∈ N,用

z∨z'表示两个向量在每个维度上的最大值,用z∧z'表示在每个维度上的最小值,函数f 表示联合

密度函数,则变量的关联性可以表示为:f(z∨z')f(z∧z')≥f(z)f(z')。这个表达式刻画了信息之

间的正相关关系,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后来成为经济理论中分析信息结构的常见设定。
可见,关联价值的引入能够更好地刻画拍卖中参与者之间的价值关系。对于独立私人价值,上

述表达式对应的是等式情形;在完全的共同价值情形下,如果单调似然比性质成立,则矿产权模型的

信息结构也能满足关联性的设定。对应于现实中的情形,竞拍者对于物品的偏好关系或者使用成本

通常具有一定的私人属性,而物品的市场交易更多地反映共同价值,因此,同时具备私人价值和共同

价值属性的信息结构能够更好地反映现实情形。
在关联价值的信息结构下,米尔格罗姆和韦伯(Milgrom & Weber,1982)进一步给出了四种标

准拍卖形式下的均衡竞价策略,同时可以便捷地对不同拍卖形式的期望收益进行比较。他们发现,
此时收益等价定理不再成立,英式拍卖获得的期望收益高于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第二价格密封拍卖

的期望收益高于荷兰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而荷兰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由于在竞拍中

的信息表现形式完全相同,因此依然可以获得相同的期望收益。这些结果后来被进一步提炼为不同

机制之间收益比较的“联动原则”(linkageprinciple)。直观地讲,给定机制下的期望收益可以表示为

交易过程中各种信号的函数,不同机制下对应的信号传导产生的边际期望收益不同,当边际期望收

益越大时,该机制下的期望收益也会越大。比如,在英式拍卖中,由于价格和所有竞拍者的估值信息

联动,公开不断上升的叫价形式使得竞拍者关于估值的好消息可以产生更大的边际效果,因此,英式

拍卖的期望收益可以更高。比较而言,在第二价格密封拍卖中,物品的成交价格和第二高的竞拍者

的估值信息联动,期望收益次之。而在荷兰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下,由于竞拍者之间估值信

号无法相互影响,价格和其他竞拍者的估值信息没有联动,因此,荷兰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的

期望收益最低。
按照联动原则的逻辑,如果卖方想要获得更高的期望收益,也可以通过披露更多关于物品的信

息给竞拍者来实现。这些结论解释了大型拍卖行的很多常规经营行为,比如通常采用英式拍卖公开

叫价,也会经常邀请竞拍者提前参观竞拍品,还会请专家提出分析意见。
米尔格罗姆的研究结合了私人价格和共同价值两种信息属性,正如他在诺贝尔奖的获奖讲演时

提到的,关联价值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回答两个重要问题:其一,如何比较不同拍卖形式的期望收益;
其二,卖方是否可以通过信息披露获利。同时,他构建的分析框架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为后续相关研

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四)后续相关研究

威尔逊和米尔格罗姆关于拍卖理论中物品价值信息结构的开创性研究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
共同价值和关联价值与私人价值一起成为现代拍卖理论的三种价值形式,他们提出的分析框架成

为拍卖理论研究的基础(McAfee& McMillan,1987)。后续有大量的研究按照这样的基本设定进

行拓展。比如,米尔格罗姆(Milgrom,1979)分析了拍卖的成交价格收敛到共同价值的充分必要

条件。米尔格罗姆(Milgrom,1981b)关于拍卖中信号单调性的分析采用的也是共同价值的框架。
马斯金(Maskin,1992)证明了共同价值下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的配置结果不再有效。克伦佩雷尔

(Klemperer,1998)在共同价值的框架下分析了当竞拍者的价值存在细微差异时将对拍卖结果产

生的重大影响。克里希纳和摩根(Krishna& Morgan,1997)利用关联价值和联动原则分析了全支

付拍卖(all-payauction)和消耗战(warofattrition)模型的均衡策略和收益比较。事实上,所有关

于拍卖理论的研究都需要明确其分析框架采用的价值形式,也就意味着三种价值形式必居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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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价值和关联价值两种形式有时也被统称为“相关价值”(interdependentvalue),主要是区别于

独立私人价值。
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采用了威尔逊和米尔格罗姆建立的分析框架和理论预测。例如,在简约型

回归分析的研究中,亨德里克斯和波特等(Hendricksetal,1987;Hendricks&Porter,1988)利用

美国海上油气田拍卖的交易数据检验了威尔逊和米尔格罗姆关于不对称信息拍卖的理论预测。
在海上油气田的竞拍中,有些企业距离油田更近,拥有更多关于油田的信息,而距离较远的企业获

得的信息更少。共同价值和关联价值的理论模型都预测,如果竞拍者的信息不对称,那么拥有信息

优势的竞拍者更有可能参与竞拍,而且更有可能获得正的期望利润。反之,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竞

拍者参与竞拍的意愿更低,期望收益也更低,甚至很有可能亏损。这些结论都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

持。另外,在拍卖的结构型模型估计研究中,很多研究直接依赖于共同价值和关联价值的理论框架。
比如,有些研究试图利用结构模型区分拍卖中的私人价值和共同价值属性(Paarsch,1992;Haileet
al,2003),有些研究分别基于私人价值、共同价值和关联价值的不同信息结构建立结构模型的非参

数识别策略(Guerreetal,2000;Athey& Haile,2002;Lietal,2002)。同时,由于拍卖机制的规

则非常清晰,拍卖经常成为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而拍卖理论的很多结论也在控制性实验中得到

检验。比如卡格尔和莱文(Kagel&Levin,1986)在共同价值拍卖下设计实验,发现存在普遍的“赢
家诅咒”现象,并且竞拍人数越多则过度竞价现象越严重,而经验的积累和及时的反馈有助于竞拍者克

服赢家诅咒。更多关于拍卖的实验研究可以参考其综述性论文(Kagel,1995;Kagel&Levin,2014)。

三、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创新拍卖形式的研究

(一)多物品拍卖和份额拍卖

拍卖理论从研究单个不可分割物品的拍卖开始,逐渐扩展到考虑多个物品同时拍卖的问题。在

维克里(Vickrey,1961)的研究中,就考虑了多个相同物品同时拍卖、每个竞拍者只竞拍一个单位物

品的简单情形。如果将所有参与竞拍的多个物品看成一个整体,多物品拍卖(multi-objectauctions)
相当于将整体分割成不同的份额进行交易。因此,多物品拍卖的一种特殊形式就是份额拍卖(share
auctions),比如中央银行通过拍卖公开发行100亿元的国债,参与竞拍的银行或投资机构不用对100
亿元整体报价,只需要报告自己竞拍的份额和价格。威尔逊(Wilson,1979)最早在共同价值的框架

下对份额拍卖进行了研究,而且同时分析了统一价格拍卖(uniform-priceauctions)和差异化价格拍

卖(discriminatoryauctions)的情形。统一价格意味着最终每单位物品的成交价格都相同,差异化价

格指的是每单位物品的成交价格不同。他还试图对于两种不同的拍卖形式的期望收益进行比较,在
这个简单的分析框架下,两种拍卖形式的期望收益和配置效率都不存在差异。这项研究结果的价值

主要有两点:一方面,由于存在多个物品可以选择,竞拍者有动机故意压低自己的报价;另一方面,由
于份额拍卖下可供选择的策略组合更加丰富,竞拍者可以在多个均衡间协调,进一步压低报价。最

终,都会使得卖方的收益受损。
威尔逊在份额拍卖中提出的均衡报价策略后来被称为“需求函数均衡”(demandfunctionequi-

librium),竞拍者的报价策略是一个函数方程x(p),表示在价格p上愿意购买的份额为x。这种形

式的均衡策略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博弈论中其他均衡问题的分析,当策略的使用者为市场的供给方

时,对应的就是“供给函数”(supplyfunction)策略。比如,克伦佩雷尔和迈耶(Klemperer& Meyer,

1989)在研究不确定性下的寡头竞争问题时就采用了这样的表达形式,通过供给函数将企业的策略

表示成价格和产量的函数关系,这种设定得到了后续研究的广泛采用。而在电力行业中,电网通过

份额拍卖从发电厂招标采购电力,发电厂作为电力的供给方和竞拍者,其报价策略就可以表示为供

给函数,威尔逊(Wilson,2002,2008)就专门针对电力交易的特点分析了发电厂的供给函数均衡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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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关于份额拍卖的理论预测在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检验。比如沃尔弗拉姆(Wolfram,

1998)利用英国电力拍卖的数据研究发现,作为电力的供给方和电网公司招标采购的竞拍者,发电厂

会策略性地抬高价格,最终使得电力采购方的利益受损。份额拍卖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是国债拍卖,
关于国债拍卖中应该采用统一价格还是差异化价格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问题,弗里德曼(Fried-
man,1960)就建议在美国的国债拍卖中采用统一价格拍卖替代差异化价格拍卖,认为统一价格拍卖

可以提高国债拍卖的收益。霍尔塔奇苏和麦克亚当斯(Hortaçsu& McAdams,2010)基于威尔逊

(Wilson,1979)的理论框架,采用土耳其的国债拍卖数据实证比较了两种拍卖机制的期望收益,结
果发现从差异化价格拍卖转换到统一价格拍卖并未显著提高国债的拍卖收益。

(二)频谱拍卖

拍卖理论的发展与实际的应用需求紧密结合,常见的应用场景包括油气田的拍卖、原木拍卖、政
府招标采购等,其中无线电频谱牌照(radio-spectrumlicenses)的拍卖机制设计对拍卖理论的发展起

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以频谱拍卖(spectrumauctions)为研究对象,对拍卖机

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无线电频谱的作用日渐凸显。美国联邦政府将频谱按照频道和地区分成

很多个不同的频谱牌照,包括广播、电视、通信等企业,要想获得相关业务的经营资格,就必须从联邦

政府手中得到频谱牌照的使用权。早期的牌照分配方式是由政府无偿授权给选定的企业,通常由那

些有需求的企业首先提出申请,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CommunicationsCommission,FCC)专门

负责组织听证会,对申请者的资格进行比较评判,从中选出最合适的企业进行授权。但是,这一过程

过于烦琐,耗时很长,使得频谱牌照的发放进展缓慢,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美国国会尝试过采用摇号

方式随机地分配牌照,虽然可以加快牌照的分配进度,但是牌照转卖的套利吸引了大量申请者,最终

导致分配结果非常混乱。
美国国会早在1958年就组织过关于频谱牌照拍卖的听证会,科斯(Coase,1959)曾积极建议拍

卖频谱牌照。到了20世纪90年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对于频谱牌照的强劲需求,最终迫

使美国国会在1993年8月通过法案,授权FCC采用拍卖的方式分配无线电通信的频谱牌照。法案

同时还对频谱拍卖期望达到的效果提出了具体要求:电信频谱要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能够促进

新技术的快速应用;防止牌照过度集中形成垄断;确保少数族裔、女性、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能够获

得部分资源等(McMillan,1994)。可见,政府的主要目标是频谱牌照配置结果的有效性,没有明确

提出拍卖收益最大化的目标。频谱拍卖是一个典型的相互关联的“多物品拍卖”,FCC按照地区和波

段将电信频谱划分成几千个牌照,不同的频谱之间可能存在互补性或者替代性。通信公司想要更加

有效地为用户提供通信服务,通常需要获得一定数量的牌照进行组合,而不同的公司想要的牌照组

合不同。从理论和实践上讲,相互关联的多物品拍卖都存在很大挑战。在此之前,新西兰和澳大利

亚等国都尝试过采用常见的方式拍卖频谱牌照,分配的实际效果都不太理想。为了实现牌照有效配

置的目标,FCC和电信公司发动了大批经济学家进行新型拍卖机制的设计。
由于拍卖结果的有效性是最主要的政策目标,针对多个物品的拍卖,一个自然的选择机制是维

克里-克拉克-格罗夫斯(Vickrey-Clarke-Groves,VCG)拍卖,该拍卖机制在维克里第二价格密封

拍卖的基础上扩展得到。具体规则如下:(1)每个竞拍者可以针对多个物品的任意组合报价,无论是

单独报价还是组合报价;(2)报价信息汇总之后按照报价进行组合以实现报价的总额最大,然后按照

报价总额最大的组合分配物品给对应的竞拍者;(3)每个获胜的竞拍者支付的金额是如下两项之差,
(a)假设该竞拍者不参与竞拍情形下对应的获胜组合的报价总额,(b)在实际的分配方案中其他获胜

竞拍者的报价总额。比如,在单个不可分割物品的拍卖中,(a)项就是第二高的报价,(b)项为零,获
胜的竞拍者支付的即为第二价格。

VCG拍卖规则的特点是将分配方案和支付金额分开,竞拍者的报价会决定其是否能赢,但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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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决定赢了之后需要支付的金额。在这个机制下,竞拍者的最优策略是报告自己的真实价值。一

般认为,在私人价值的框架下,VCG拍卖可以实现配置结果的有效性。然而,当拍卖的多个物品的

价值之间存在关联时,VCG拍卖就未必适用了。可以通过下面两个例子来说明多物品关联拍卖面

临的主要挑战。
案例1。假设需要对两件物品A和B进行拍卖,有两个竞拍者参与竞价。竞拍者1认为这两件

物品是互补的,同时获得A和B组合的价值是2,获得单个物品的价值为0。竞拍者2认为每个物品

的价值都为0.5,A和B组合的价值为1。如果采用VCG拍卖机制,当两个竞拍者都真实报告自己

的估值时,由于竞拍者1报告的组合价值更高,所以竞拍者1获得两件物品,需要支付的金额是对手

的报价1,此时的分配结果是有效的,可以最大化社会总价值。
但是,如果竞拍者2为物品A报价2,为物品B报价0,同时再找个陪标者3为物品A报价0,为物

品B报价2。此时,按照VCG拍卖规则,最高报价组合获得物品,竞拍者2和3的报价组合2+2=4,
高于竞拍者1的报价。因此,竞拍者2和3获得两件物品。如果没有竞拍者2的报价,其他竞拍者

对于A的单独报价都为0,因此竞拍者2为A支付的金额为0。同样地,竞拍者3为B支付的金额

也为0。这样,竞拍者2通过虚假报价和陪标,可以同时获得两件物品,只需支付0的成本,此时的分

配结果是无效的。
案例2。假设需要对两件物品A和B进行拍卖,有三个竞拍者参与竞价。竞拍者1认为两件物

品互补,同时获得A和B的组合价值为2,获得单个物品价值为0;竞拍者2和3都认为单个物品的

价值为0.5,A和B组合的价值为0。在VCG拍卖机制下,如果真实报告每个人的价值,竞拍者1获

得A和B的组合,为每件物品分别支付0.5,此时配置结果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竞拍者2和3合谋,其中竞拍者2为物品A报价2,为物品B报价0,竞拍者3为物品

A报价0,为物品B报价2,此时竞拍者2和3的组合报价2+2=4,大于竞拍者1的组合报价。因

此,竞拍者2获得物品A,需要支付的金额为其他人对A的最高报价0。同样地,竞拍者3获得物品

B,支付也为0。显然,这样的分配结果也是无效的。
在这两个例子中,VCG机制遇到麻烦的关键点在于,竞拍者1认为两件物品之间是互补的,这

种相互关联性破坏了VCG机制成立的基础。同样地,在电信频谱牌照的拍卖中,牌照之间的互补性

很强,使得VCG机制不再适用。因此,寻找新的拍卖机制以实现频谱牌照的有效配置目标,这成为

拍卖理论研究的重点。
(三)同步多轮拍卖

从1993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频谱牌照拍卖的法案开始,到1994年3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选定最终采用的拍卖形式,中间有大量优秀的经济学家参与到拍卖机制的设计中。整个拍卖

规则的设计完全依据经济理论的指导,FCC的经济学顾问麦克米伦(McMillan,1994)对拍卖机制设

计过程中重点考虑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第一个问题是选择公开拍卖还是密封拍卖。按

照威尔逊和米尔格罗姆等的理论研究可知,公开拍卖的优势是可以减少“赢家诅咒”,通过信息披露

获得更高的拍卖收益,其劣势在于,当竞拍者风险厌恶时,公开拍卖的收益低于密封拍卖,同时密封

拍卖能够更加有效地防范竞拍者之间的合谋。权衡利弊之后,FCC最终选择了多轮密封拍卖的形

式,在每轮密封报价结束之后,政府可以选择性地披露有限的竞拍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引导新一

轮的报价。第二个问题是同步拍卖还是序贯拍卖。同步拍卖指的是竞拍者对所有牌照同时报价;序
贯拍卖指的是把牌照分成几批分别拍卖,对于前面已经完成的拍卖,竞拍者过后不能再反悔。选择

同步拍卖的关键是确定拍卖停止的规则,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提出了所有牌照报价同时停止的规

则,同时对于竞拍者每一步的报价设定明确条件。最终,FCC决定采用同步拍卖,并选择了米尔格罗

姆和威尔逊提出的停止规则。第三个问题为是否允许组合报价。竞拍者可能希望对某些牌照的组

合整体报价,而不愿意分别对单个牌照报价。考虑到组合报价可能存在“搭便车”的问题,最终,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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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不接受组合报价。第四个问题是如何照顾特殊群体的利益。国会的法案要求照顾少数族裔、女
性、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的需求,FCC提出了设定一定比例专供特殊群体,同时给予其报价优惠等政

策满足特殊群体的需求。最后一个问题是牌照拍卖之后政府是否参与后续利润分成,以及是否设置

最低报价。考虑到对于单个牌照的利润很难计算,FCC放弃了利润分成的方案,同时保留在参与竞

价公司较少的情况下设置最低报价的可能。

FCC最后提出的拍卖设计方案称为“同步多轮拍卖”(simultaneousmultipleroundauction,

SMRA),将相互关联的多个频谱牌照同时进行拍卖。在拍卖开始时,每个牌照设置较低的起拍价,
保证每个牌照都有多个竞拍者参与叫价。在第一轮报价开始后,每个竞拍者都可以同时对任意数量

的牌照分别进行密封报价,该轮报价结束后会披露每个牌照的报价信息。在第二轮报价开始后,竞
拍者根据第一轮报价的情况按照一定的“活动规则”(activityrules)再次调整自己的报价,密封报价

信息在报价结束后公布,然后进入下一轮。最后当所有牌照都没有新的报价信息时,拍卖结束,报价

最高的竞拍者获胜,并支付其报价。SMRA机制中关键的活动规则主要遵循了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

的提议,因此也被称为“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活动规则”(Milgrom-Wilsonactivityrule),这种同步多

轮的竞价机制可以让竞拍者更加灵活地进行牌照组合,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米尔格罗姆(Milgrom,2000)对SMRA机制设计中考虑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理论解释,重点介

绍了SMRA机制实现有效配置的前提条件,其中非常关键的是牌照之间可以相互替代。同时,为了

加快报价流程,增加报价信息的有效性,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在SMRA机制中创造性地设置了参与

报价的“活动规则”。具体而言,该规则基于每个牌照的一个量化指数,通过牌照包含的频谱带宽或

者覆盖的人口数量等信息计算得到,大体上反映牌照的价值。在拍卖开始时,每个竞拍者需要根据

有意向竞拍的频谱的指数支付一定的押金,由此建立自己初始的“资格得分”(eligibility)。在竞拍过

程中,如果竞拍者对于某个牌照报出了新的价格或者自身就是该牌照上一轮的最高报价者,则该竞

拍者可以认为是活跃的竞拍者,而每一轮竞拍者的报价受到其资格得分的限制,如果超过了资格得

分,则报价无效。每个竞拍者的资格得分还会根据报价过程中的活跃度进行调整,如果活跃度减少,
则其资格得分也会相应地下降。在实际的频谱拍卖中,活动规则有效地限制了竞拍者等待观望的报

价策略。

SMRA频谱拍卖付诸实践不久就获得了巨大成功。仅在1994年,FCC的频谱牌照拍卖就为美

国联邦政府创造了200亿美元的收益,吸引了大量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被《纽约时报》称为“有史以来

最伟大的拍卖”。这种拍卖机制很快被世界其他国家普遍采用,既实现了频谱资源的有效分配和使

用,也为各国政府筹集了大量公共资金。
不过,SMRA机制也有一些明显的弱点,最典型的是存在“需求减少”(demandreduction)问题

(Ausubel&Cramton,2002)。比如,两家公司竞拍两个完全相同的牌照时,假设公司1对单个牌

照的估值是3,对两个牌照组合的估值是6;公司2对单个牌照的估值是2,对新增一个牌照的估值

为0。这种情形下,理想的配置结果是公司1获得两个牌照,为每个牌照支付价格2,这样配置效用

最高,而且收益也不错。然而,在SMRA机制下,如果公司1采取放弃一个牌照而只竞拍另外一个

牌照的策略,则可以在0价格下获得单个牌照,其收益为3。如果公司1采取竞拍两个牌照的策

略,会迫使公司2也在两个牌照上都加价,最终公司1赢得两个牌照的条件是分别为每个牌照支付

价格2,实现的总收益为6-4=2。因此,公司1会策略性地选择减少需求获得更多收益,导致配置

的结果无效。
除此之外,由于SMRA不允许对于牌照组合打包报价,可能会使得有些竞拍企业被迫放弃存在

互补关系的一些频谱牌照,降低了配置效率。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企业因为获得某个牌照而对另外

存在互补关系的牌照志在必得,就会暴露自己的信息,从而导致其他企业抬高报价,这种情况也被称

为“暴露问题”(exposure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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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合时钟拍卖

虽然同步多轮拍卖(SMRA)取得了很大成功,并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继续激

励着大家不断创新,米尔格罗姆与合作者提出了多种新的机制来改进SMRA,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机制

称为“组合时钟拍卖”(combinatorialclockauctions,CCA)(Ausubel,Cramton& Milgrom,2006)。组合

报价的首要挑战是计算负担。比如,如果有10个物品拍卖,每个竞拍者都面临210-1=1023种不同组

合方式,对每个组合进行估价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当物品数量增加时,计算工作量就会更大。随着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这个问题大大缓解,同时,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可以最终克服计算复杂的

问题。

CCA机制首先是为了解决竞拍者的组合报价需求和SMRA机制中的“需求减少”问题,整个拍

卖过程包含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采用一种动态时钟拍卖的形式揭示竞拍者的信息,帮助拍卖双方

进行各种组合的价值估计;第二阶段采用密封组合报价,基于VCG的拍卖规则确定拍卖结果和支付

价格。具体而言,CCA机制可以表述如下:
第一阶段,动态时钟拍卖。拍卖人同时对于每个物品分别从低到高报价,竞拍人根据报价提出

自己的需求,如果所有竞拍者的总需求超过了物品的总供给,则由拍卖人重新提高物品的报价,然后

再次由竞拍人报告自己的需求。直到每个物品的超额需求都为零,即达到市场出清状态,则报价停

止,这个阶段的报价结束。可见,这个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发现消费者的需求函数。奥苏贝尔(Ausub-
el,2004)详细研究了动态时钟拍卖实现多物品有效配置的原理。

第二阶段,密封组合报价。在第一阶段披露的竞价过程信息基础上,竞拍人根据自己的需求组

合进行密封报价,每个竞拍人可以对多个组合同时报价,相当于报告一个自己的需求函数。所有密

封报价结束之后,按照VCG规则确定竞拍赢家及其支付金额。VCG的分配规则是选择配置结果的

总价值最大的组合,支付金额遵循第二价格法则。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存在三条“活动规则”(activityrule)将两个报价阶段链接起来,使得第

一阶段时钟拍卖的需求行为能够转变为第二阶段组合报价的约束条件。第一,组合报价不能低于第

一阶段展现的需求价格;第二,如果没有更好的配置结果,第一阶段最终的竞价结果将被采用;第三,
竞拍者第二阶段的报价在第一阶段报价基础上的增加幅度受到限制。

如果没有第一阶段,CCA机制就等价于VCG拍卖,而设置活动规则的目的是为了激励竞拍者

真实地报告自己的需求信息。整体而言,CCA机制是对SMRA机制的改进,克服了SMRA机制的

两个主要缺陷,有利于提高配置效率。在该机制提出之后,英国政府首先在2008年将CCA机制用

于无线电频谱牌照的拍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很快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采用。
当然,CCA机制依然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小公司可能会因为参与竞拍的预期收益很小而放弃

竞拍,或者竞拍者会恶性竞价使得其他竞拍者支付更高,另外,由于可能存在多重均衡,某些均衡结

果可能是无效的(Levin&Skrzypacz,2016;Janssen&Kasberger,2019)。
(五)激励拍卖

“激励拍卖”(incentiveauctions)是米尔格罗姆提出的另外一种重要的拍卖机制,用来帮助

FCC将无线电频谱的牌照从广播电视领域回收后,重新用于无线宽带通讯。被称为“激励拍卖”是
因为其目的是创造一种激励,使得广播电台愿意放弃其频谱牌照。事件的背景是,随着各种无线

通信技术和设备的飞速发展,对无线宽带频谱的需求大增,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国家宽带计划”
(NationalBroadbandPlan),打算将其他用途的一些宽带频谱转移到无线通信上来,而有些用于超

高频广播电视的频谱正好符合这样的要求。如果直接通过常规的市场化手段进行频谱交易,会遇

到集体行动问题,因为广播电台使用的频率大体属于一个相近的区域,而无线通信的频率需要和

广播电台的频率区间尽量分离,这样可以避免不同类型信号之间互相干扰。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

和协调,市场自由交易就会出现典型的“钉子户”敲竹杠的问题。比如,某个频道的所有者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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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频道,将会迫使相关频道都无法使用,而政府的干预可以强制性地将这些频道转移到其他频

道上去。
然而,这种交易不是一个简单的双边拍卖交易,主要面临的技术挑战有三点:第一,交易中买的

物品和卖的物品是不同的。由于电台频谱和无线通信频谱的用途不同,两类牌照不是同样的物品,
这会使得定价和交易都变得更加复杂。第二,需要将不愿意出售的广播电台迁移到新的频道上。这

个问题非常复杂,需要对3000多家广播电台进行重新组合,避免信号干扰,这种重新组合将面临无

数的限制性条件。第三,竞拍者对于牌照的价值未知。由于最终的频谱到底如何分配并不清楚,某
些新的移动宽带频谱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信号干扰,具体的干扰程度又取决于实际的频谱分配状

况,从而使得任何人都无法在拍卖结束之前明确知道牌照的价值。米尔格罗姆在诺贝尔奖的获奖演

讲中感叹,这是他遇到的最具挑战的问题。
米尔格罗姆带领的研究团队(Milgrometal,2012;Milgrom&Segal,2017)首先设计了整个激励拍

卖的规则,大体上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向前拍卖(forwardauction),由宽带频谱的买方提出自己的牌

照需求;第二,逆向拍卖(reverseauction),由广播电视频谱的卖方提出其出售条件;第三,市场出清规则

(clearingrule),决定每种牌照交易的数量。在向前拍卖过程中,由FCC采用“增价时钟拍卖”(ascending
clockauction)机制,不断提高报价确定买方在不同价格下的需求状况;而在逆向拍卖中,FCC采用“减价

时钟拍卖”(descendingclockauction)逐步降低报价了解卖方的交易条件;最终的市场出清规则链接起两

个拍卖阶段,同时考虑预算平衡原则,使得买方的报价总额足够支付卖方的报价总额。

FCC在2017年采用这种激励拍卖机制成功地实现了无线电频谱的用途转换,在逆向拍卖过程中,
回收了14个频道,花费成本101亿美元。之后在向前拍卖中。将部分频谱拍卖获得198亿美元的收

益,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接近100亿美元的净收益,另外还留出更多频谱资源用于将来的使用。
(六)其他相关的拍卖设计

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将拍卖的机制设计引入频谱拍卖的成功经验启发了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

员,以频谱拍卖为指引,多种创新型的拍卖机制被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资源配置中。比如,克伦佩雷尔

(Klemperer,2010)为银行资产清算设计的“产品混合拍卖”(product-mixauction)就是一种组合报

价的新型拍卖形式。与同步多轮拍卖(SMRA)类似,这种拍卖通过竞拍者报价信息识别其价值形

式,然后实现均衡配置结果。但是拍卖过程只有一期,可以防止竞拍者合谋,同时提高交易速度,更
加适合金融资产清算时对于及时性的要求。另外一种重要的关联物品的新型拍卖形式是“位置拍

卖”(positionauction),瓦里安(Varian,2007)分析了谷歌搜索在广告竞价中采用的位置拍卖机制,
广告方根据自己的产品特性选择一组关键词,然后针对每个关键词竞价,当用户搜索关键词时,相关

广告按照竞价高低进行排序,广告方按照用户点击相关链接的次数支付最终的广告费用。谷歌采用

的位置拍卖类似于VCG的第二价格机制。
各种新型拍卖机制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其他政策目标提供了重要指引,然而并非所有的拍

卖机制都能真正实现其预期的目标。理论机制的实施效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方面,机制设

计本身可能就存在缺陷,比如规则设计不合理、机制本身缺乏弹性、未能有效反映竞拍者的真实需求

等;另一方面,即使拍卖的机制设计本身没有问题,如果各项规则不能得到有效执行,也很难实现预

期效果,比如计划和组织无序、关键时间点混乱、规则落实不到位等。同时,各种机制设计本身反映

了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也有可能存在代理人问题,机制的设计者所考虑的目标不一定总是与社

会利益一致。这些问题影响了拍卖机制的实施效果,也对拍卖机制的理论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四、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拍卖理论研究的外溢性影响

拍卖理论和经济学中的很多研究领域存在关联,比如信息经济学、博弈论、机制设计等,这些领

域都将拍卖理论作为重要的应用问题进行研究。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关于拍卖理论的研究对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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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相关领域的研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关于拍卖中竞价策略的分析可以扩展到关于交易和分配机制的一般

性研究中。比如,迈尔森(Myerson,1981)在一般交易规则下,讨论了不完全信息下的最优拍卖机

制,其实就受到了威尔逊和米尔格罗姆早期研究的影响。米尔格罗姆和斯托基(Milgrom&Stokey,

1982)采用共同价值情形下的双边交易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当买卖双方都是风险厌恶时,不同私人信

息也会导致零交易的问题。米尔格罗姆还将拍卖竞价思维引入金融市场的交易价格和在线广告的

研究中(Glosten& Milgrom,1985;Arnostietal,2016)。车和盖尔(Che&Gale,2000)研究预算

约束下的资源最优分配机制时就大量引用了威尔逊和米尔格罗姆的拍卖模型的构建思想。而阿卜

杜勒卡迪鲁路和森梅兹(Abdulkadirǒglu&Sönmez,2003)在研究美国的学校申请和学生分配的选

择机制时也受到了米尔格罗姆拍卖机制设计研究的启发。
其次,关于关联价值的定义和内涵被广泛地应用到信息经济学和组织经济学的研究中。比如,

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Milgrom&Roberts,1990)将关联价值的思想和表达形式从分布函数进一步

拓展到一般函数,得到超模(supermodularity)的概念,用来研究博弈策略的互补性。而霍尔姆斯特

伦和米尔格罗姆(Holmström& Milgrom,1994)利用超模函数研究了激励体系在公司组织形式中

的意义和价值,成为公司组织理论的经典论文。
另外,作为博弈论的一种典型应用,由于提供了大量实证分析证据,拍卖理论及其应用的发展有

力地推动了博弈论的研究进展。正如马斯金(Maskin,2004)所指出的那样,在博弈论其他相关领域

的研究者眼中,他们无法观察到研究对象的真实博弈策略,能够提出的模型最多只是对于实际情形的

近似估计,但是,拍卖理论的研究者却可以准确地知道其研究对象所遵循的规则和采取的具体措施。
因此,拍卖理论成为研究者广泛采用的理论工具。比如,在拉丰(J.J.Laffont)和梯若尔(J.Tirole)关于

契约理论和竞争政策的大量研究中,都以拍卖理论作为研究的基石。
克伦佩雷尔(Klemperer,2000)建议每位经济学家都应该学习一些拍卖理论。首先,拍卖理论

和很多经典的经济学理论紧密联系。比如,交易机制和定价问题、市场规制和竞争政策等,而最优拍

卖机制和垄断定价有相似之处。其次,拍卖的分析框架为很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比如,
将收益等价定理的理论框架用来分析司法体系改革,可以比较不同司法体系的成本问题。同时,理
解拍卖理论将有助于理解很多的经济学问题。比如,当竞拍者人数增加时,拍卖的价格会趋近于物

品的真实价值,这种逻辑可以用来分析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
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关注的是信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以及如何通过拍卖机制的设计实现信

息传递,最终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目标。他们的研究为众多关联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启示。

五、结论与启示

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将拍卖理论与机制设计的实践应用紧密结合,拓展了私人信息如何影响市

场运行方式的分析框架。他们早期关于共同价值和关联价值的工作属于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利用

和发展了博弈论的基本工具,分析在不同信息结构下行为人将如何策略性地进行选择。从20世纪

90年代开始,他们将拍卖机制设计应用于公共资源的实际分配当中,设计了电信频谱、电力和自然

资源等的交易机制。拍卖理论的基础性研究经验为他们应对各种挑战并构建新的拍卖形式奠定了

基础。本文主要介绍了他们在拍卖理论方面的工作,实际上,他们的学术贡献涵盖非常广泛的研究

领域(参见张苏,2013;霍兵,2019)。
通过梳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拍卖理论上的获奖成就,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首先,对于经济学研究者而言,善于观察真实世界中存在的经济和商业现象非常重要。米尔格

罗姆和威尔逊正是通过观察现实中的拍卖交易,发现其中存在的信息问题,从而提出理论构想并进

行严谨的经济分析。他们积极参与商业实践,在政府提出频谱拍卖的设想时,通过自己的敏锐观察,
—151—

许敏波: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对拍卖理论的贡献



  2020年第12期

将频谱拍卖中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提炼为抽象而又精致的数理模型,根据政策目标的需要设计全新

的拍卖形式,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威尔逊在诺贝尔奖的获奖演讲中特别强调,研究者需要

深入地了解所研究行业的真实情况,才能取得有效进展。
其次,对于经济学的学科发展而言,只有不断从真实世界中吸取营养,才能发现和提炼有意义的

研究问题,并通过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学科的发展。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拍卖理论

的基本框架已经逐渐成熟。目前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趋势,一是将新出现的交易机制纳入拍卖理论的

分析框架中,完善已有的研究体系。比如,最近有研究分析一种新型的网络拍卖形式“美分拍卖”
(pennyauction)的基本特征,并比较其与传统交易机制的差异(Xuetal,2019)。二是根据实际需要

设计新的拍卖机制,或者不断改进已有的拍卖机制。事实上,目前关于频谱拍卖的机制改进研究依

然没有停止。三是利用各种实证方法检验已有的理论,而结构模型的非参数估计和实验方法都是目

前最为流行的方法。
另外,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需要保持开放的态度,积极推动理论和政策应用相结合,能够及

时跟学术界沟通政策目标和实际需要,调动科研力量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指导

政府按照经济理论设计全新的频谱拍卖制度,最终实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这一经验对于我国当

前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等

改革任务迫切需要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为经济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历

史机遇。
最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积极进取、永不停歇的学术精神也很值得我们学习。米尔格罗姆和威

尔逊都是年事已高的老者,依然亲力亲为、孜孜不倦地继续在学术前沿探索,不断创造新的优秀成

果。例如,米尔格罗姆继续对频谱拍卖的机制提出新的构想(Milgrom &Segal,2020),而威尔逊还

在关注电力交易和投资的最优机制(Chao& Wilson,2020)。在诺贝尔奖的获奖讲演中,他们都介

绍了目前正在推进的研究工作,两位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精神必将不断激励后来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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